
我的回我的回我的回我的回忆忆忆忆 

陈碧兰 

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第十六章        武武武武汉汉汉汉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清清清清共共共共与与与与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我的生活 

在1927年6月22日（即旧历5月25日）的午夜，我的女儿诞生了。我的生产为着节省经费

没有进医院，是在家里，只是请了一位日本籍的女护士来接生，当然这在设备和安全方面都

不妥当，因我当时的身体已经十分瘦弱。本来在我当时的思想倾向，认为革命者，尤其是女

子，有了孩子便会妨碍工作，因而不希望有孩子。但当护士将我的刚刚诞生的女儿洗得干干

净净用白色的毛巾裹着放在我的身旁睡着时，一种天然的母爱便油然而生，我看看她的小

脸，她的轮廓就活肖她的父亲，但却比她的父亲白嫩得多，乌黑而细密的头发，披散在她的

小额上，显得十分可爱。 

在她诞生后，约一个星期左右，述之因去北方路途阻隔，又回到武汉住了几天后转道上

海再去北方。我当时的经济情形很坏，但这是由于述之和我一向太不注意私生活的态度所

致，假如稍微注意一下，也不致弄得我在生产之后每餐只吃点蔬菜而没有任何肉食，甚至鸡

蛋。在生产之前，我到长江书店（党的书店，由于革命潮流高涨，该书店在几个月之内就赚

了数百万元）去拿了一百元（因述之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小册子在那里出版，该

书店的经理告诉述之可以拿七百或八百元的稿费，但我觉得不需要拿那样多的钱在手里），

作为生产费用，但接生的手续费就付了六十元，其余的要留着生活之用。党在当时混乱的情

况之下也没有照顾到我，照理党是应该给我生活费的，因我是一个职业革命者，由于生产才

停止工作的，有些从未担任过党内工作的女同志，当她们的丈夫离开了，党一定要安排她们

的生活。对我的这种待遇事后想来，也许是由于瞿秋白的原因；也许是他们猜想我从长江书

店拿了一笔钱在手里，因谁也想不到我会那样傻，述之会那样书生气完全不闻不问，而我也

没有向党提起，只是自己极力节省吧了。但述之回来后，我已经生了孩子，终日躺在床上，

不能出门，按照一般的常情，他是应该问及我的经济情形的，或者到长江书店去拿些钱来；

或者向党交涉支持我的生活，但他仿佛没有这回事一样，不闻不问。而我自己也是同以前一

样，不注意私人的生活，只告诉述之在长江书店拿了一百元，也没有要求他安排生活的意

向。他约莫住了一个星期就去北方了，不过在他未走之前，有一件事情是向他提起的，就是

在我的房子里，有二个很大的有网的竹篮子，其中装满了俄文书籍和党的文件（以前的以及

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每一个竹篮可容纳约二百磅至三百磅的书籍和文件，放

在后房里，其面积占了房间的四分之一，而且一点也没有掩护。我要求他设法运到党的秘密

技术机关里去（这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他安排一下，负责技术工作的同志会来搬运的）。但

由于他对私人生活方面的事不甚注重而终于没有做到。这件事遗留下来，给予我很大的麻

烦，甚至会因此而几乎送掉生命。 

约在7月初，述之已去北方，我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困难，没有吃任何有营养的食物，同时

天气又异常炎热，晚上总是热得不能睡，以致身体异常瘦弱。记得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正

在同姑母共进午餐，中央的交通柏代坤
[1]

同志来看我，他看见桌上只有两样蔬菜，便对我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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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甚么你在刚生产之后，不吃些鸡和肉食呢？中国妇女生了孩子一定要吃鸡的，你只

吃这样的东西是不够营养的，何况你自己还喂孩子的奶哩，难怪你现在瘦得这样厉害哩。” 

我除了答谢他的好意报以一笑外，没有回答甚么，这实在太笨了一点，我应当把我的经

济情形告诉他，他可以转告党中央，或者我写一张字条请他到长江书店去代取些钱来（几百

元都可以拿，当时该书店的财产甚大），我不了解当时为甚么这样机械地不想这些办法，只

是死守穷困，也许是由于平时对金钱的观念不重视（特别看不起重金钱的同志）而又不懂得

当时的环境比以前不同之故。 

柏代坤同志第二天又来看我，他交给我二十元，他说： 

“这是李立三送给你买些东西吃的，因为昨天晚上，我要去见瞿秋白和李立三，别的同

志告诉我说：他们正在某大酒楼聚餐（我忘记了他提的名字，那是最上等的酒楼，他们经常

在那里宴会），我就到那里去找你们，他们正在同周恩来等一大批人大设筵席，于是我就忍

不住地说： 

‘碧兰刚刚生了孩子，而且还是自己喂孩子的奶，我偶然到她家里去看她，她和她的姑

母正在吃午饭，我看见桌子上只有两样蔬菜，你们在这里吃得这样丰富呀。’李立三
[2]

听到
这话，便从口袋里拿出这二十元来，叫我转送给你。” 

从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上，便反映当时某些党的上层已经或者正在开始腐化，和一般党员

还保持着一种优良的传统。而柏代坤同志竟敢于在众多最高领袖面前说这样坦率的话，正是

一般党员仍旧保持优良传统之具体表现。 

正在这个期间，武汉的局势呈现着一种极度不安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假如一个单

身的男子想租一间房子居住，房东为了慎重起见，需要一个家庭作担保。因此，毛泽民（毛

泽东的胞弟）忽然有一天跑到我家里来（事后想来，一定是毛泽东叫他来找我的，因泽东已

经要求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堂叔容留他的家庭避难，前面已叙述过），要求我为他找一间房

子，并作保人。恰巧我的房东有一间房子出租，正在我的隔壁，于是我便出面为他担保租了

这间房子。毛泽民当时在党开办的长江书店任职，他看到政治局势愈来愈危险，寻找房子也

正是为了准备作避难之所，但他在这里只住了几天。由于汪精卫与冯玉祥的会谈以及宁汉之

重新合作——汪蒋合作——结成了一道反革命的联合战线，于是7月14日所谓“武汉革命政

府”开始向共产党和革命的群众开刀了，共产党的文化机关长江书店当然首先被注视然后被

封闭了。 

一天下午我刚从毛泽民那里回来还不到五分钟，女房东形色慌张地跑到我的房子里来，

她颤栗着说： 

“哎呀！真哧死了呀！你介绍的那个房客刚才被五六个拿着手枪同盒子炮的军警抓去

了，真把我哧死了呀！” 

我听了这话心里着慌知道事情对我不妙；但表面上还强作镇静的态度，装作没有甚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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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知识的口气回答他说： 

“为甚么抓他去呀？他是一个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人哩。” 

“嘿！他们说他是共产党哩！现在找到共产党是要枪毙的呀！”她着重地说。 

说完了这话，她就匆忙地走了，但她带来的消息对我来说也是致命的。我处在这种危急

的情形之下，怎么办呢？一方面我因分娩关系没有和任何同志的家庭有来往；同时，由于7月

14日的反动事变，同志们都迁徙逃亡，因而我找不到一个同志，不能得到任何同志的帮助和

商量，只有自己想办法。我准备带着孩子马上离开这里到我的堂叔父家里去避一避（这是我

在武汉唯一的家属关系，这地方曾经给过毛泽东必要时避难的），姑母以后再安排（她没有

关系）。但想不到，当我抱着孩子走到门口时，女房东同她的母亲挡在门口不许我出门。我

说：我的孩子有病去看医生。她们坚持地说： 

“在这个人的事情没有了结以前，你是不能出门一步的。” 

我一定坚持要出去，她们却以四只手把我推进来。我没有办法，我已经被房东软禁了，

只好坐以待毙；我的出路是完全阻塞了，我出去的希望是完全没有了。但我想把我房子里的

那两大网篮子的俄文书籍和党的文件请我的父亲运出，以准备军警来逮捕我或搜查我的家

里，找不出任何我是共产党员的证据，或者还有万一的希望。但更想不到，当我的父亲领着

仆役搬着这两大网篮从门口出去时，她们像魔鬼一样又在门口挡住，并声言不但人不能出，

也不能搬东西出去（只有我的老姑母可以出去买食物之类）。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完全失望

了，真只有坐以待毙，因为我不能和房东争吵。我猜想她们软禁我也许是为了自保，她们预

防万一军政当局来麻烦她们时，便可推在我身上，因房客是我介绍的。假如我同她们吵闹起

来，她们会报告警察，那就等于自投罗网。 

我在这种万分无望的情况之下，仍旧想寻找一线的希望，就是如何处置那些书籍和文件

的问题。完全撕毁也不可能，因为数量太多（有几百磅）。但怎么办呢？房子只有两间。后

来发现在上楼梯的上面搭了一个小阁楼，是房东放旧东西的，我决定把这些危险的东西放在

这个阁楼上，至少比放在我自己的房间里要好一点。但阁楼相当高，需要梯子才能上去，我

当然不能向房东、也不能向邻居借梯子。在午夜的时分，人们都已入梦乡，我便开始活动起

来，我利用吃饭的小圆桌，上面再搭上椅子，我先爬上去，像做贼一般，轻轻地把那些灰尘

满布的旧东西搬在一边；然后便下来站桌子上面的椅子上，我的姑母一搭一搭地递给我，我

把它们放在阁楼上。等到全部书籍和文件都运上去了，我才又上去把它们安放妥当，然后再

把原来的那些旧家私和乱七八糟的东西盖在上面。这样上来下去，足足搞了两个钟头，天气

异常炎热，身体本已十分瘦弱，因而在此两小时中头昏了几次，心跳不停，幸而还能勉强支

持到底，没有跌倒下来。这样，我的心头稍微轻松了一些。当然，假如事情发生万一搜查到

那上面去，我也是抵赖不了的；不过总比放在自己的房子里要好一点，至少在我的心理上轻

松一些。 

软禁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过去，党方面知道毛泽民被捕，当然没有一个同志敢到我那里

来，即连我的父亲也不便多来这里，我身边只有一位年迈的姑母和我的还未满一个月的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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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外面的小孩子像故意恶作剧一样（也许是有意的因毛泽民被捕后我的姑母从邻居的

互相谈话中听到他们说我一定是共产党），在我的窗口底下嘶着粗涩刺耳的噪音，叫着：

“呀！又在抓共产党呀！今天又要枪毙共产党呀！”像报凶的枭鸟一般从窗口送进来，不断

地袭击着我的心灵。我觉得长久下去，牺牲在所不免，我有点不耐了，我的心已经横了，我

想：假如事情一定难免的话，我倒希望早日降临；与其在这个无限期的囚笼里度日如年，还

不如痛快地在敌人的枪弹下丧生。我告诉姑母说： 

“假如事情发生了，我是不能活命的，因武汉认识和知道我的人太多，这里还有一点钱

（我把仅有的几十元交给她，叫她放在口袋里，以免军警来逮捕我时来不及，你把我的女儿

带到乡下去，请你为记念我好好地养育她，把她当作你自己的孙女一样。她的父亲是不会来

找她的。” 

我的姑母听了我的这一番话，眼泪不住的流下来，我安慰她说： 

“你不要伤心，万一到了那个地步，也没有办法，我并不害怕，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没

有甚么顾虑和痛苦了。” 

我的这位姑母，是我的祖父母的第二个女儿，她是一个早年丧夫的寡妇，家贫，依靠自

己精巧的刺绣得来的钱来养活自己和她的儿子，她从二十几岁就守节，因而赢得封建社会的

嘉许，不用说她也是无数牺牲在片面贞操之下的一个。她是一个出名超人聪明的女子（她可

能是我的祖母的遗传，因祖母不但特别聪明，而且口才很好，尤其记忆力强）。她经常住在

娘家，由于她的聪明能干，因而处理事务和对人的态度都令人心服满意，从我的祖父母一直

到我这一代差不多都喜欢她，自1923年夏我的母亲去世后，她就经常住在我的父亲家里照顾

我的弟妹。 

这种度日如年的软禁生活，约莫过了二个星期，在一天的下午，毛泽民忽然出现在我的

眼前，一声不响地站在我面前，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显然已被释放出来了。但他没

有告诉我他是怎样出来的，他的释放是十分侥幸的（对我也是如此，时间久了就很危险）。

因为当时其他一些被捕的共产党人都枪毙了，女同志向警予和我的堂姐陈慕兰（同志）都是

在同一时期枪毙的。此外，还有某些干部和革命的工人和学生。由于我两个星期来的软禁生

活弄得身体瘦弱，情绪不佳，没有同他谈甚么，只是简单地告诉他：“假如你不出来，我就

要一直软禁在这里不知到何时哩！现在你算是侥幸地释放了，我也可以自由了。”说完这几

句话，他仍旧没有开口，我急忙把那一张五千元的支票从床上的垫褥子里抽出来交给他，叫

他赶快离开这里。这样他就一声不响地连一句人情话都没有说就走了。他从进到我的房子里

一直到出去一直没有开口，他的目的只是为着取去那五千元的支票的。 

毛泽民被释放，事后想来，他是花了巨款运动出来的。中国有句俗话“钱能通神”；同

时他又不是著名的共产党人，这就更容易做到，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他被捕之前长江书店

正在准备变故，毛泽民正在处理和安排大量的金钱，当时的党中央还在武汉，他为甚不把所

有的钱直接交给党，而把一张五千元的支票给我保存（此支票转存上海银行，凭票取款的）

呢？显然是把此款当作私产，准备自己到上海去享用的。当然，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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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分别转到上海去了。我从中共的某些资料看到，在谈到毛泽东的家庭时，曾神化毛泽

民，说他曾二次逃狱，指在武汉和上海。实际上是二次用巨款才得以出狱的，逃狱是绝无可

能的。因这秘密没有人知道，我当时由于对毛泽民同对一般共产党人一样信任，以为他所安

排的款项都是为党安排的，因而我从没有对任何同志提及此事，当然也没有问过党是否接收

由毛泽民从长江书店取出的大量金钱，因我当时根本没有这种思想。 

毛泽民无论在相貌和性格方面，都与毛泽东不同，不管今天毛泽东是一个荒唐的独裁者

和个人崇拜狂；但在他的青年时代还不是一个庸俗的人，还有强烈追求前进的精神，因而踏

上了革命的道路。至于毛泽民则是举止庸俗，面貌十分丑陋的一个典型的小商人。因他从小

就乐于跟着他的那个富农兼奸商的父亲搞赚钱的生意，懂得赚钱的门径，自然是对于金钱有

兴趣的。因而在当时武汉混乱和恐怖的状态中，他乘机浑水摸鱼，这是很可能的，否则，他

怎么能够二次出狱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之加入共产党并不是由于

思想上的信仰，而是由于他的哥哥的关系，他在党里也是负责商业性的工作，开始在上海党

办的上海书店作助理，1926年冬武汉创办了长江书店 ，由于革命潮流高涨，长江书店在几个

月之内就赚了几十万元，毛泽民约于1927年春又从上海转到长江书店工作，一直到他被捕时

为止。 

关于那张五千元支票事，我的父亲和姑母都不知道，后来我的父亲从姑母那里知道了，

他有一次同我谈起，他说： 

“幸而毛泽民出来了，假如他长期不出来，假如当局派人来搜查你的家，查出了不是没

收了，白白地丢了吗？五千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你当时应该交给我放在外边保存起来，任

何时候都可以交还给你，难道你对自己的父亲还不相信吗？” 

我并不是不相信我的父亲，我一向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慷慨的人；只是因为他不是同

志，而且我知道他找不到任何同志，我是希望有一个同志到我的家里来，我就把它交给党，

因我断定毛泽民已经枪毙了。 

我的自由是恢复了，但身体却异常瘦弱，天气酷热，总是热得整夜不能睡觉。因此我的

父亲向我建议，劝我到家乡去休养一个短时期；同时也可以看到多年不见的弟妹。我接受了

这个建议，准备动身，在动身之前夕，陈乔年来访问我（他当时负责武汉党组织部书记），

他已经知道毛泽民被释放，我的家里没有问题，他主张我立即迁居暂住机关，然后准备到北

方去，我告诉他我的身体很弱，汉口的天气太热，我准备到家乡休养一个短时期再说（我的

家乡离汉口只需二小时的火车），他同意我的计划，并把汉口交通处的地址以及述之在天津

的通讯地址交给我，嘱我身体稍好一点就早日北上。我同他没有提到毛泽民，他也没有问我

的经济情形，我也没有告诉他我身边只有几十元，我想到乡下去住一个时期不需要多少钱，

假如我告诉他，我从长江书店只拿了一百元，他自然会马上送钱给我的，因我当时根本不会

想到钱的问题，当时一般优秀的共产党人，对于金钱的观念是很淡薄的，假如发现某个同志

注重金钱或者拒绝作党内的工作而愿意做国民党的工作和社会上的高薪职业，那便会使那些

优秀的同志看不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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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的父亲把我去家乡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我的父

亲带着我的叔父到我的家里，他们带着我的姑母和我到达长江岸边，我的叔父租了一只原始

的帆船，他自己护送我们，我们连同行李一起上了船，我抱着我的尚不到二个月的女儿坐在

船上，在浩荡的长江江面，这只船就好像一只小鸭一般浮在水面上。它藉着顺风的推进急驶

而下，我有点害怕，我想假如稍有风浪就可能有危险，但既已如此安排，也管不了这些，只

是安静地抱着婴儿坐上在上面吧了。小船经过一夜顺风的推动，天亮就到达黄陂县河边的码

头，我们平安地上了岸，不久便一同抵达我的故乡。 

当我一到门口，便看见我的大姑母，她是被我的父亲请来照顾我的弟妹的。她同我的二

姑母一样，也是一个早年丧夫的寡妇，她有二个儿子，一个女儿，家境虽不富裕，但可以生

活，她同二姑母轮流住在我父亲家里照顾我的弟妹，我的弟弟慧剑当时约十二岁，第三个妹

妹毓兰约十岁。他们见我回来，表现十分高兴的神情，但在我的心头感到遗憾的是，我这次

回来，看不到我的慈爱的母亲；同时，也没有见到我的二妹若兰，后来我的大姑母才告诉

我，由于我的父亲时常失业，家中经常陷于饥饿状态，因此，我的大姑母间接同她的未婚夫

的家长商量（因她是媒人），把我的二妹送往他家作童养媳，因他家同我以前所谓未婚夫家

庭的情形一样，做官，富有送到那里不但生活不成问题，而且还可以使她受教育（但这一举

造成了她往后悲剧的结局）。我听了这些话，心里很难受，我在四年前回到家乡时，我很喜

欢她，她是一个异常聪明和漂亮的女孩子，她的轮廓活像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漂亮

的男子），但自那次在几天的短暂的日子里团聚之后，就从此没有机会再见到她了。 

反革命的潮流虽然在武汉澎湃着，且正发挥着它的吞噬革命者的威力；但在乡间还没有

表现得那样明显。一般乡下人的思想意识还来不及接受如此迅速的变动，她们还是停留在革

命上升时的新鲜想像之中。我的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叔祖母对我说： 

“大家都说你现在是成功了（我心里想，我们的革命暂时是失败了，我在苦笑），你是

第一个领头的人，在几年以前，你就剪了头发，退了婚约，现在大家都剪了头发，都要自由

结婚了，你在五六年以前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学着你的榜样做了。” 

就是那些曾经批评过我，甚至讥讽过我的父母的人们，现在不但对我说恭维的话，而且

还羡慕我的父亲哩。 

的确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潮流洗礼之后，乡间的情形比以前是大大地不同了。不但一般年

青的知识份子和部份的农民倾向革命，甚至那些正在濒于破产的陈姓大地主的子女，也有许

多左倾的，有些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我回到乡下几天之后，一个濒于破

产的大地主家里的儿子，即陈慕兰的弟弟来访问我，他首先向我声明，已加入青年团，并担

任陈姓家庭中青年团的书记，过了两天，他又带了四个青年团的女孩子来看我，她们都是大

地主家里的女儿，她们真诚的信仰共产主义憧憬苏联，都想到那里去学习，希望我能够帮助

他们达到目的，他们时常来我这里，贪婪地问我各种问题，我总是尽我所知道的告诉他们。

过了不久，他们告诉我，武汉的反动潮流已波及乡间，此间已经有人被捕，叫我当心。那几

个已经加入青年团的大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她们告诉我，她们和她们的同胞兄弟们斗争，在

辩论时，她们的兄弟们甚至说：“将来要你们的命的。”她们说：这些兄弟们很反动，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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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代表大地主。这几个女孩子都很漂亮活泼可爱。她们对我异常亲密，甚至在下雨的天

气也赤着雪白的脚来看我，邻居的人们都惊异地说： 

“现在时势变了，连大地主家里的小姐，也打起赤脚来了。”（这完全是他们的土语）

因为以前凡是大地主家里的妇女是不出大门一步的，尤其是没有出嫁的小姐，假如她们要到

亲戚家里去或者到别的地方去的话，是要坐有门帘的轿子的，现在这些十几岁的富家小姐，

不但随便跑出来，而且在下雨的时候还赤着脚，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在故乡约莫住了二个月，由于述之不断地来信催我早去北方；同时政治局势一天一天

地更加恶化，我在乡间住久了也很危险，于是我便决定起程到天津去，但从我的故乡到天津

是一段遥远的路程，我必须先到汉口，从汉口到上海，然后再由上海乘轮船到天津（因当时

京汉铁路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同北方张作霖作战的军队而阻隔）。我的父亲已经安排好了我的

住处，所以当我一到汉口，我便一直到我的一个堂姐姐的家里，她是我的隔壁堂伯父母的女

儿，能干、漂亮，治家井井有条，她的丈夫是一个警官，我住在那里倒很安全。 

当我到达汉口的第二天，我便按照新近中央秘书处的会计任作民给我的地址去接头（我

到乡间后他曾写信给我叫我早日去北方，乡间住久了有危险），但当我到达那座房屋时，我

声言是来看任作民的，他们说这里没有这个人，我视察一下楼下的布置从天井到客厅异常古

老，尤其是天井里的许多古老盆景和客厅里的红木古式家具配合起来，好像住了几十年的古

老家庭一般，同以前党所有机关的布置完全不同，我以为是弄错了。实际上，后来才知道并

没有错，只是因为任作民离开了那里，别人不认识我，不敢承认任作民是住过那里的。这是

由于当时汉口的情形太恐怖的原故，使得负责交通处的同志过份谨慎，假如他们回答我说：

“任作民已经离开这里了”，而不是回答说：“这里没有这个人”的话，那我就会告诉他们

说我是来找党的关系的。这方面，由于他们布置的技巧很成功；同时，他们又根本不承认这

里曾经住过任作民，这便得我不敢说出我是来找党的关系的。但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地方

可以找到党的关系，也不知道任何同志的私人住所。假如找不到党的关系，我便无法到北方

去，也无法找到述之，我和述之虽不断地通信，但他收信的地址是间接的。即令我得到，我

也没有这一笔旅费，在这种情形之下，我除了在报纸上登启事外，别无他法。于是我便用和

任作民通信的假名，即以玉英的名字，且以兄妹的关系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启事，请他按照报

上的地址来找我。 

启事登出的第一天，就有几个身着西服的青年，手里拿着报纸陆续来访问我，但当他们

刚上到楼梯的中间被我拒绝他们上楼，因我不认识他们。第二天我又接到一封署名任作民的

快信，叫我到汉阳龟元寺（武汉著名的大寺院）的一个角落去和他见面，我因找党关系之心

甚急切，准备按照地址前往，没有任何踌躇或怀疑，只是觉得路途遥远一点，我必须乘轮渡

江到汉阳，来往需数小时，但当我准备就绪，孩子正在吸我的奶时，仿佛有一种灵感在启示

我似的，我请我的父亲把放在桌子上的那封信给我（因我抱着孩子喂奶需要数小时才能回

来，我让孩子多吸一点奶），我重新仔细看一遍，研究一番之后，我便坚决地告诉父亲说： 

“我决定不去了，汉口这样大，难道没有一个会面的地方吗？为甚么要叫我到那样远的

地方去和他见面呢？这里面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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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再把前一天几个冒充任作民来访问我的事联系起来，我更加坚决断定这是一个

骗子，他设计布置了一个陷阱来捕获我的。虽然坚决地决定不去，但心里异常之焦急，启事

已经刊登了二天，还没有同志来见我。第三天又到来了，我更焦急万分！因一般启事只登载

三天，假如到第三天还没有反应，那便表明失效，在第三天的正午，我正在企待着同志的降

临时，忽听到楼梯上有皮鞋的脚步声，我急忙跑到楼梯口张望时，郑超麟身着深绿色的西

装，笑容满面地一步一步走上来了。我喜出望外，好像救星降临一般！他本是我的最亲密的

朋友，这次的相见，更觉得分外的亲切，我把启事登出后，第一天几个冒充任作民的青年来

见我的故事告诉他，并将第二天接到的一封信给他看，他看完信后，便对我说： 

“任作民已经到湖南去了，这显然是一个骗子，也许是第一天拿着报纸来见你的当中的

一个，因为现在的时局很混乱，他可能想你也许是一个失去联络的共产党的女子，这有双重

的危险。幸而你很精明没有去呀！否则，那真不堪设想了！我昨晚同杨之华一起看报，我发

现这个启事，并知道是你，组织派我来和你接头，我自己也十分想见见你。” 

郑超麟当时为长江局宣传部的书记，他第二天又来看我，并将旅费和上海党方面接头的

地址交给我，我便准备马上动身。 

当我到达上海时，顺利的找到了中央的交通石琼
[4]

，他是一向同我们往来甚密的，他便
负责为我准备到天津去的一切，我暂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等待着，第二天我的好友夏之栩得知

我来上海的消息，带着她的两个儿子（一个约三岁，另一个小的仅几个月）同奶娘到我的旅

馆里来看我。她一走进房间，我们沉重地相互拥抱着，沉默了好一会才开口谈话。但双方都

避免谈及她的丈夫赵世炎的事情，因他在不久之前同陈延年一起被蒋介石政府枪毙了，第二

天中午夏之栩请我到她家里午餐，她的母亲和赵世炎的妹妹住在一起，生活当然由党中央支

持。自从我于四月十二日离开上海后，时间还不到半年，但事变实在太大了，经过上海“四

一二”的大屠杀，长沙的马夜事变，以及七月十四日武汉政府的清共，使我们兴起了无限的

感慨！我们的话题总是围绕于这些事变中我们所亲切感到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当晚王若飞

请我到他的住所晚餐，夏之栩作陪，王若飞当时为江苏省委书记，在他以前的书记为不久之

前，同赵世炎一起牺牲的陈延年。当时上海的情形异常恐怖，差不多每天都有同志被捕和遭

枪决，因而，他们的行动异常之谨慎而秘密。 

 
  

[1]
 柏代坤四川人，法国勤工俭学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1925年冬回国后，一直作中央的交通工

作。 

[2]
 李立三当时为武汉政府工人部的秘书长，部长为苏兆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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